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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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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面源污染及其治理模式的转变反映文化轨迹的变化历程。传统社会时期人类被动地适应

生态环境而形成生存型文化，工业社会时期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控制自然环境形成生产型文化，随着生态文明的

倡导，人类以生活型文化为主导，主动平衡物质消费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在实际文化运行轨迹的过程中，人类

不断增长的欲望与需求容易导致文化脱轨现象，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矛盾的增多。文化凭借自身具有的

“反身性”特性对不适当的行为予以主动修复与纠正，实现整体社会从生产型文化向生活型文化的转变，保持

人与生态关系之间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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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三农”发展的同时，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也成为重要议题。农村面源污染主要来源有三个方

面。一是种植业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 二是

畜禽养殖业产生过量的粪肥无法处理; 三是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的排放。本文主要关注第三个方面，从

日渐繁荣的农家乐旅游业入手，分析农村面源污染

治理的演进路径。

一、农村面源污染及其治理述评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严重

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随着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

的过程中，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方

式的改变，农村生态环境开始朝着不利的方向迈进。

2007 年国家环保局等八部委局出台《关于加强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

严重性与迫切性。“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

加，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明显滞后，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个

别村庄饮用水还未实现达标，一些农村环境问题已

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

全的重要因素。”［1］ 然而，2007 年至今，农村生态环

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些方面还有进

一步恶化的势头。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就是其中一个

主要的表现。

国外有关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早，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K． Anger 通过对德国基尔湾

南部地区长达半年的问卷调查，发现海湾内部生态

系统遭到生活污水的影响并表现出季节性特征，是

受到当地社区结构的改变，包括空间等级、稳定性、

复杂性、常态性等因素的影响。［2］Frederic Bass 对美

国明尼苏达地区( 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地区) 的生

活污水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社区、人口等因素

的分类，他发现各种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对不同类

型的群体在疾病影响上有着显著的差异。［3］ Steve

Hamner 等发现由于印度 Ganges 河周边地区的居民

每天向河中倾倒 2 亿升以上的生活污水，导致该河

面源污染十分严重，并且导致了周边居民尤其是生

活条件较差、教育水平不高的人群遭受着疾病的困

扰。［4］Will Joseph Brownlie 等通过对苏格兰地区 156

位私人生活污水系统使用者( PSS ) 的问卷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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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效的 PSS 利用者能够形成较低的磷( P) 污染

状况，这与个体的环境行为有直接关联。［5］

面源污染治理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更是一种

社会文化机制现象。社会学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

的角度分析污染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方式等。陈阿江分析了江南地区

农村水污染的社会成因，认为传统社会保持水域清

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 － 生活方式及村落社会规

范，而 90 年代以后水污染的加剧则主要源于利益主

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

范的丧失。［6］张玉林认为中国农村因面源污染所引

发的社会冲突逐渐增多。这与政经一体化增长推进

机制有着重要关系: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

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 和税收的增长成为

了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了重增长、轻环保

的污染保护主义倾向，受害农民难以获得补偿的权

利，相应的污染纠纷也随之升级。［7］王跃生认为制度

因素通过对农户行为方式的影响进而对农村生态环

境产生影响。［8］乐波也认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基

层治理体制的变革、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处罚

的缺失等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9］

洪大用、王晓毅认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农村

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10］［11］ 与此同时，农村知识逐

渐让位于外来的知识，农村权力结构发生转移，也是

导致农村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12］ 秦红霞等提出，

农村面源污染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极大的关

联。炫耀性消费和农村环境管理的滞后使农村的环

境面临危险。［13］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原因分析，而有关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村面源污染的实地调查，分析农

村面源污染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治理路径的演

变过程。

二、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态效应

传统农耕社会是在较小的范围内保持物质与能

量循环稳定的社会有机体。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

所产生的各类物质都能通过自身的模式运作得以有

效地容纳和消化，所以，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有废

物无垃圾”的社会。［14］

陈阿江等曾设想了一个传统农村的村庄模型

( 详见图 1) ，在整个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可

以维持区域范围内的自我循环与生态的稳定，实现

了村庄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相互沟通，

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和谐统一。人及畜禽所需，主要

来自于村庄范围内的物产，而他们的排泄物又回到

土地成 为 植 物 的 养 分，形 成 土 地———庄 稼———牲

畜———人群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平衡。［15］从图 1 中

可以看出，整个农村社会是一个很稳定与封闭的社

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农民的生产生活行为都

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来开展的，并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社会生活文化体系，或者可

以称作是地方性知识。文化的作用是能够不断地传

承给下代子孙且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准则，继

而持续地巩固与保持地方性知识的长期存在。可以

发现，地域的封闭性、社会有机体循环过程的封闭性

与文化系统的封闭性等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

与作用，进一步实现不同系统的封闭与稳定。

图 1 传统农村生产生活示意图

在传统农村社会生活过程中，长久以来所形成

的地域文化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决定性的

作用。农民极度依赖于土地，是粘着在土地之上

的。［16］因此，在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压力之下，每一

个个体都力求通过土地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实现和

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结合当时社会的技术、文

化与经济等状况，农民时刻受到“生存性文化”的影

响。在生存性文化作用之下，农民需要长久维持土

地的地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保持各种物质资源得

到有效利用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以期实现最大化

的物质收获来满足家庭的生计需要。

因此，传统农村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

( 主要为厨余垃圾和厕所污水) 很多都被作为牲畜

的食料和田间地头的肥料所消化。随着现代社会的

到来，生产技术与生活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农

村地区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如使用化

肥、饲料等，导致原有农耕社会中的物质能量循环断

裂，各种废弃物不断增多且难以完成自我消解，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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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当地社会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村面源污染

问题凸显。

三、市场经济时代农村面源污染的风险与治

理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原有的农村生产生

活模式难以抵御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冲击，其中以

农家乐旅游业的发展表现最为突出。农家乐旅游业

发展所导致的水污染风险，是农村面源污染的集中

体现。通过农家乐旅游业集聚地区生活污水污染状

况的调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农村面源污染现状。

本文选取浙北的白村作为调查点来进行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农家乐以来，白村的

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模式已非常成熟。当地不仅有大

量的餐饮和住宿为主的消费服务，同时还衍生出以

长期租赁服务为特色的度假区。在当地农家乐发展

的过程中，餐饮和住宿服务的大量消费给当地居民

的经济致富带来了机遇。但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发

展的无序化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人口聚集

所产生的各种废弃物也慢慢逼近当地生态环境的可

承载量，造成了以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为主的面源

污染。

白村农家乐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两部分: 厨房

污水和卫生间污水。旅游高峰期，大量的外来人口

进入当地消费，所产生的生活污水远远超过了当地

农村原有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消解容量。以 2012 年

白村的旅游人数总量 26 万余人次为依据，假设每人

在当地逗留一天，每天增加的人数高达 700 多人，给

每个农家乐经营户增加约 5 个人的负担。但在实际

调查中发现，外来游客往往在节假日长时间居住于

当地，有的游客居住时间甚至长达二、三个月，所以，

实际情况餐饮业所产生的污水量会更大。此外，以

上数据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在当地购买了度假房的外

来“新村民”，①这类居住群体所产生的餐饮垃圾与

污水数量也是巨大的。根据对周边居民的访谈，可

以了解到当地面源污染的情况。“以前我们这边的

水很干净的，直接趴在溪边就可以喝，现在没人敢直

接喝了。溪里的鱼也越来越少，青苔也不太看得见

了……景区里有一个“兰亭水库”，水库里的水原来

是碧绿碧绿的，很干净，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主要原

因是在该水库旁边建造了一些宾馆，铺了管道都是

装样 子，实 质 上 是 把 污 水 直 接 排 到 水 库 中 去。”

( 2013 年 5 月陈先生的访谈录)

农家乐经营户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所产

生的生活污水数量直线上升，但与之配套的各类污

水处理设施却仍没有跟上。当地农民仍以传统化粪

池或者三格式沉淀池来处理生活污水，甚至有的经

营户直排生活污水，丝毫没有顾及周边环境。据了

解，当地政府部门在农家乐发展初期意识到环境问

题，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农家乐所产生的生活污水。

2013 年当地县旅游部门发布《关于重点农家乐特色

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中

指出，“2008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了重点

农家乐旅游特色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的力

度……共计有 28 个重点农家乐村( 点) 建成污水处

理系统工程并投入运行，基本实现全市重点农家乐

旅游特色村的全覆盖; 683 户农家乐经营户实现截

污纳管，占全市经营户比例的 81%，预计总投资达

2000 余万元，建设资金由市级有关部门不少于 50%

配套补助和其余由乡镇、村自筹方式进行拼盘。”。

当地农家乐截污纳管的工作从 2008 年开始落实，包

括白村在内的一大批农家乐产业特色村庄也是按规

定建设了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那么农家乐的生活

污水实际的处理情况如何呢?

与当地农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虽然政府出资建

设了一些排污管道，但大多数仅在路边铺设了管道，

终端的污水处理设备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农家乐

经营户的污水管道也没有接入主管道中。所以，整

个污水处理设施难以发挥实际效用。这些情况在笔

者与当地县旅游部门和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的访

谈中得到印证。按照当地县旅游部门一位工作人员

的说法来看，现在很多农家乐特色村庄与聚集区基

本都进 行 了 截 污 纳 管，很 多 地 区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100%的实现了污水纳管，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难

以发挥出效力。一是设施建设不完全，很多只是建

设了部分工程; 二是因为成本高，很多村庄的污水处

理设施实际使用率低，甚至有些村庄存在平时从来

不用，上面来检查才开动一下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理性的影响下，农民趋向于利用大

量的现代技术与高效资源追求更多的物质生产和经

济价值。例如，传统农家肥逐渐被化肥取代; 农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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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4 年春节前夕，笔者到白村进行调查，在村委办公楼前面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白村新村民回家过年!”。这主要就是指在白村购

买了当地的“小产权房”的外来消费者，所以，在此，笔者也以“新村民”一词来代替这部分群体。



使用量不断增加; 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消耗转向外部

市场输入，牲畜饲养几近消失，转而从事更有经济价

值的商业行为。正如施耐博格所提出的“跑步机”

理论，大量的生产是为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大量的

消费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大量消费意味着

个人一种成功社会地位的体现。这种大量生产和大

量消费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导致一种不正常的消费

文化，即实际所需的消耗远没有这么多，与此同时，

这些行为也容易导致极为严重的生态负面效应。［17］

这种行为模式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民众的价值观和文

化思维的变化。民众并不仅仅满足于一种生存文化

的需求，而是开始崇尚一种新的“生产性文化”的追

求。“生产性文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于自身

的物质追求而是为了实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攀比、炫

耀与夸奖等心态的一种满足。在这种生产性文化引

导下所生产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源已经超过正常社会

物质需求上限，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废

弃物也加重了外部生态环境的负担。

四、新时期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社会实践

随着农家乐生活污水所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加

重，很多地区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此实现传统

农村生产生活循环模式的重建，保持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和谐统一。

在此，选取与白村同县的童村为例来说明新时

期农家乐水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童村位于该县的西

南部，主要是以农业、林业、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来源。

童村可谓是大山中的“世外桃源”，生态环境优美，

村庄内古建筑保存完好，村落的文化气息浓厚，形成

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全村开办农家乐的经营户十

余家。发展初期，童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生活垃

圾乱堆乱放，生活污水乱排放。随后，村委借着新农

村建设的机会，设立垃圾回收箱和铺设污水管道，但

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

是童村位于山谷地带，与周边的村镇距离较远，进行

垃圾回收处理的交通运输成本过高，村委难以承担;

二是生活污水进行统一纳管处理后，农民没有了足

够的农家肥为蔬菜和培育苗木提供肥料，而且生活

污水的生化处理成本也很高，此外还要附加一定的

设备日常维护费用。基于此，村民思考如何从本村

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处理手段。

经过不断尝试与比较，童村最后确立通过建设高标

准的人工沼气池。沼气池的循环利用模式，不仅能

够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减少对树木

的砍伐，也有效地处理了可腐烂的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同时保障农民日常生产所需要的农家肥。村委

在村周边建立了垃圾焚烧炉，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

简单的分类，对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利用，对不能回

收部分进行焚烧处理，既减少了垃圾的数量也降低

垃圾运输与填埋所需要的成本。通过沼气池循环利

用项目的建立，不仅减少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为清

洁的燃料，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可见，通过

传统农耕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模式可重新构建起现

代社会的循环路径，详见图 2。

图 2 童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图

从童村的案例中发现，在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

农耕社会文化得以良好结合的前提下，地方社会不

仅能发展当地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保持一种稳

定、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

平衡点。当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庄都有其自身

地域与文化上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照搬方法来嫁接

农村社会发展模式，而是需要充分发挥当地居民自

身的积极性来寻找一种适合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

发展之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E·希尔斯所言，这

类文化具有一种中国社会中的“实质性传统”( sub-

stantive tradition) 特征，这种特征能够伏脉千里，千

年不倒，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它们同敬重权威、

思念过去、信仰上天等人类特殊的情感一样，适应了

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原始心理需要。［18］在现代社会

转型过程中，各种外来文化的侵入会转变原有传统

社会中的各种生产、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与周边的自

然环境不一致，这就需要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始

终秉持自身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地域性文化，实现不

同文化间的有机融合，共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

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认为应从普通民

众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与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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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主义通过尊重、挖掘、激活当地生活中的智慧，

来解决环境问题。或者说，既能从生活的角度“安

抚”自然，又能使其成果得到反馈，用来改善并丰富

当地人生活。［19］ 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对改变一

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生产性文化有重

要启发意义。以生活环境主义为引导的农村生产生

活模式，在注重物质资源需求与经济利益获取的同

时，逐渐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努力保持经济与生态之

间的稳定与平衡，呈现出一种“生活性文化”的取

向。生活性文化下的农村生产生活能够很好地维持

物质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活性文

化与生存性文化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文化意涵与行为

模式，但从本质上来看分析，两者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首先，在物质生产上，现代

科技的发展所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物质生产在生

活性文化指导下几乎不存在任何阻碍，但这却是生

存性文化下的最难以破解的困境。其次，从行为模

式上来分析，生存性文化中的个体行为往往是迫于

现实的压力而做出一种趋于中和的行为，具有很大

的被动性。然而，在生活性文化下，个体积极的调节

物质生产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主动权掌握在生

产生活主体的手中。

五、结论:文化变轨———“人与生态”关系的

演替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显示，不同的社会发

展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表面上来分

析是技术手段与实际应用模式的不同，但从社会文

化运行机制的本质分析，则是维持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的文化不同。从生存性文化的存在，到生产性文

化的蔓延，再到生活性文化的诞生，无一不是整个社

会发展与变化的结果，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人类

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主

动与被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保持自身的物质需求

和精神需求的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

的协调一致。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以生存为主的农业社会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了工业社会，由

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新的影响，从

而出现强调人类自身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共存的生

态文明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同样

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变轨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的理想类型: ( 1 ) 以生存型文化为主的

农业社会; ( 2) 以生产型文化为主的工业社会; ( 3 )

以生活型文化为主的生态社会。

第一阶段，由于人类自身的工具手段和认知能

力的限制，对于自然资源和外在环境的掌握能力有

限，难以实现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只能使

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极大地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且保持相互之间的平

衡。人类都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进行生产，人与人

之间的差别不大，绝大多数的个体之间的生存状态

具有相似性与一致性。

第二阶段，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生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大部分群

体都积极加入到生产活动中，生产所带来的大量产

品远远超越了人们日常生存所需的规模。个体的占

有欲望不断膨胀，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层出不

穷，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自然资源的耗竭程度

加大，各种废弃物数量不断增加。以炫耀性、攀比性

心理为代表的生产型文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体的

生态环境恶化，逐渐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与

精神需求。

第三阶段，由于外在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的影

响，人们开始明白各种观念文化与生产机制和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来限

制人类各种过度消费行为，保持自然环境的稳定与

和谐，把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统一起来。在

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之前

的紧张、对立走向统一与协调。

图 3 文化变轨的三个阶段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文

化变轨的过程。如图 3 所示，a 代表的虚线看作是

人与生态关系的理想文化轨迹，人与生态和谐相处。

这种理想的文化轨迹实际上是由自然环境状况所构

建而成，始终是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协调统一的重

要准则。b 所代表的实线则是人与生态关系背后文

化轨迹的实际路线。在大部分时间内，实际路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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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路线之间是存在着相似或者统一的运行轨迹，

这也是维持生态环境和谐统一与整体社会稳定繁荣

的重要准则。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

直保持两者轨迹的统一。

在生存型文化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被动式的稳定; 在生产型文化阶段，由于社会发展

中人类自身文化的变化，导致实际轨迹与理想轨迹

之间出现了脱节，相互之间不能够很好的契合，从而

产生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等。在生活

型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开始趋于稳定、统一，

但这种关系与生存型文化之下的关系有着很大区

别，人类主动意识到外在生态环境对自身的重要性，

实现了一种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能力。从整个

文化变轨历程来看，实际文化轨迹的运行路线始终

是围绕理想文化轨迹来行进，虽然不同时间段的运

行轨迹偏差会有很大不同，但两者之间始终是相互

影响且以理想文化轨迹为中心。

这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的“反身性”( reflexivity)

文化来予以说明，正是通过对日常生产生活状况予

以不断地反思与自我监控，才能逐渐纠正各种不正

确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正如卢曼所理解的，“反身

性”主要指社会系统的“自体再生”( autopoietic ) 。

“反思”或“自我反思”是社会系统得以构成和维系

的重要手段，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对自身认同的谋求，

通过反思，社会系统建立起关于自身协调的历史，从

而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和革新能力。［20］通过人类自身

的“反身性”文化来逐渐转变社会发展中各种不利

的局面，实现人与生态、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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